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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2021年7月，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》。

        2021年9月，教育部办公厅随即又出台了《关于坚决查处变相违规开展学科类校外培训的通知》。

让我们的教育教学环境发生了什么变化？

“一减”：减少作业总量与时长；

“三提”：提高作业质量；提升课后服务质量；提高教育教学质量。

思考：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我们应该如何进行“五育融合”呢？

五育融合的概述

        概念：五育融合是指通过德育、智育、体育、美育、劳动教育这五种教育有机融合，是让学科课程、跨学科课程以及综合实践课程成为学生发展“真、善、美”品质、实现教育价值的有效载体。

        价值：五育融合中的德育、智育、体育、美育、劳育，其实分别代表着真、善、美、健、富五大教育价值追求，其中真、善、美为教育的终极价值，健和富则为手段价值，五育融合的本质是统合上述五大价值，成全人之美。
五育融合的理解
当下，从“五育并举”到“五育融合”，已经成为新时代中国教育变革与发展的基本趋势。这一趋势的出现与“育人”有关。在“育什么人” “为谁育人”等已然明晰的情况下， “怎样育人”以及如何提升“育人质量”，成为未来中国教育改革亟需回答的重大问题。通往“育人质量”提升的路径多种多样，其中“五育融合”是最值得关注的发展方向和路径之一。  

把握“关联”，寻找或建构“五育”之间的内在联系。有学者从哲学的角度，将“五育”划分为三个层次，德育、智育、美育属于“心理发展层次”，体育属于“身心和谐发展层次”，劳动技术教育属于“创造性实践能力层次”，并指出“五育”相互关联，构成不可分割的整体[4]。还有研究者从“素质教育”出发，展现了对“五育并举”的新理解：素质教育可以分为身体素质教育（体育）、心理素质教育（体育）、社会文化素质教育（德、智、美），主张劳动教育是以上三类素质教育的综合。而教育是一个大的系统，任何系统中各要素，只有通过相互联系，形成整体才能发挥整体功能[5]。另有研究将“五育之间”的“相互联系”具体化为： “德”定方向， “智”长才干，“体”健身躯， “美”塑心灵， “劳”助梦想，“五位一体”共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。

五育融合的学校实践

五育融合要与校园文化相结合；

五育融合要与学校课程相结合；
五育融合要与主题活动相结合；
五育融合要与特色创建相结合；
五育融合要与课后服务相结合。
四、 五育融合存在的困难及探索

        在“五育并举”基础上提出的“五育融合”，能够带给新时代中国“教育体系”的诸多改变，目前为止，大多数还处于“预期”或“预设”的阶段。作为一种全新理念，从理想到现实的落地从来不会一蹴而就，总是会经历各种各样的困难、障碍和壁垒。这些难题不攻克，壁垒不打破， “五育融合”将沦为空洞的概念和语词，只能在文件、论文、著作和黑板上“写一写”，在各种会议、论坛、报告中“说一说”，在朋友圈里“议一议”，随即就会“烟消云散” “灰飞烟灭”……

        最根本的困难就是“融合”。作为一种基于“五育融合”而来的“教育新体系”，能否“体系化”是关键，构成“体系”的存在，基本特征都是体系中的不同要素之间，不是分离，而是“融合”。如前述所论， “融合”不是做加法，不是以“某一育”为基础，再分别叠加其它“各育”，例如：在“德智体美”之后，补充或增添一个“劳动教育”，就变成了“五育融合”。真正的“融合”是融通、渗透和整合，是“各育”之间的彼此渗透，是“你”中有“我们”，“我”中有“你们”。

       “融合”为什么难？难在何处？

        一是难在“日常”，即“融合日常”之难。通常改革遭遇到的瓶颈难题，是将某一新理念、新政策，限定在某一时刻、某一地方、某一方面、某一类人之中。例如：举办大型论坛会议、上大规模公开课等大活动，以规模化、公开化的方式推进新课程的实施，一旦活动结束，一切照旧，回归常态;又如：将改革落在“教学”之域，限于“优秀教师”而不管其他，结果把改革变成部分领域的舞台、部分人群的独角戏，其他领域是“盲区”，其他群体是“看客”。教育中的“日常”，即是真实具体的学校教育教学生活，它通过弥漫、弥散、渗透和贯穿其中的方式来实现。在这里，就是把“五育融合”这一新理念，全方位弥漫、渗透、贯穿于教育生活中的全过程，让融合理念真正进学校、进课程、进课堂、进班级，进入到学校教育中的“毛细血管”之中，变为学校师生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，变成属于时时、处处、人人，而不是拘泥于某时、某地、某人的“五育融合”。显然，这绝非易事：融合之难，就是日常之难，就是渗透之难。

     

        二是难在“评价”，即“融合评价”之难。评价问题，始终是一个困扰任何改革的瓶颈难题。基于“五育融合”的评价标准，指向于“如何整体评价五育融合的效果”，这将是一种全新的评价教育质量体系：不再是孤立地评价“德育成效” “智育成效” “体育成效” “美育成效”和“劳育成效”，而是以“五育融合度”为评价单位，进行“整体评价”。这种评价方式，首先难在如何以“融合”为评价对象， “融合”的标准何在？怎么做，做到什么程度，才算是“融合”了？困难的焦点在于：如何化虚为实，让融合通过具体的评价指标、评价方式来落地。还有一类与“对接”有关的难题需要解决，一方面，是“育人”与“育分”的对接，这是两种不同的评价取向。如何让“育人式评价”与传统的“育分式评价”对接，使之既有所区别，又有所关联，而不是将“育分”与“育人”截然对立，最终实现“以育人的方式育分，在育分中育人”;另一方面，是与已有的基于“某育”的评价标准（如德育评价标准）对接，既要以基于“某育”的评价体系为基础，也要有所区别，避免通过做加法，将“各育”评价体系叠加之后，变成所谓“融合评价”。

        三是难在“主体”，即“融合主体”之难。这里的“主体”，首先指分别从事“某一育”的实践主体，如“美育工作者” “劳动教育工作者”，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，这些“五育主体”，既可能是教育内部体系中的校长、教师、教研员，也可能是教育外部体系，存在于政府、社区、企业、科研机构、少年宫、科技馆、博物馆、图书馆等各种社会机构中的相关人员，它们以不同方式，承担了“教育责任”，发挥了“教育功能”，因此都在不同程度上，成为“五育”的参与者。这里的“困难”，除了作为教育者的校长、教师的“融合能力”的形成之难之外，还表现为“主体责任明确之难”。存在于宏观、中观、微观等不同层次的各级各类教育主体，各自承担什么融合责任，在学校教育领域内部，教育行政部门、学校和教师怎么办？在学校教育领域外部的各类校外机构，又该有何具體作为？更表现在“主体价值取向的协调之难”。这么多来自不同领域、不同岗位，甚至不同职业身份的“五育主体”，彼此之间的价值取向、利益诉求和工作方式存在太多差异，时常出现“价值冲突” “利益冲突”，如何在“求同存异”、寻求平衡中，形成协同育人的“融合之势”？这种各主体之间协调、配合的形成，涉及到“协同机制”的建构，依然与前面的“机制之难”联系在了一起。

        

